
   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37 

 

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 

 

邱師儀＊ 

 

 

摘要 

 

西方關於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參與」的研究頗多，近年來國

內以美國模型為依據，引進交叉壓力論述並進行經驗測試的研究也

有一些，本文整合中外有關交叉壓力的假設進行經驗檢證。本文統

稱不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行為為「政治不活動」。問題意識為：是 

否交叉壓力導致政治不活動？是否特定的政治參與種類特別容易受

到交叉壓力的影響？是否由「社會學派」衍生而出的交叉壓力，也

存在「社會心理學派」衍生而出的對照變項：「避免衝突」呢？是 

否避免衝突也導致政治不活動呢？與不同對象，如家人、朋友、鄰

居與同事，因政治立場不同所產生的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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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活動的結果上有何不同？本文運用「臺灣民主與選舉化調查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獨立樣本），發現與家人、朋友產

生的交叉壓力，會抑制投票行為，也會延遲投票時間。但是與同 

事、鄰居產生的交叉壓力，反而驅動投票與拉票行為，也縮短決定

投票意向的時間，顯見與同事的歧異性刺激投票行為。再者，避免

衝突的變項預測政治不活動的能力有限，但配合「與鄰居有不同政

治立場」時，避免衝突的程度越高，在選舉中拉票的機率越低。最 

後，本文進行兩階段最小平方法，檢證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

參與之間的因果關係。 

 

 

關鍵詞：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政治參與、政治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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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沒有民眾在政治系統輸入他們的

支持與反對，政府容易獨裁（Tocqueville, 1830），但有很多因素阻礙

民眾的政治參與，從密西根學派的觀點來看，心理因素與政黨認同

預測投票行為與廣泛的政治參與（Campbell, Au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Miller and Donald Stokers, 1960; Fiorina, 1981; Bartels, 2000），

若選民心中對政治參與缺乏興趣，或者對政治感到反感，則不會選

擇參與。 

從更早期、興起於 1940 年代的哥倫比亞大學學派（以下簡稱為

哥 大 學 派 ） 來 看 ， 個 人 所 身 處 的 政 治 脈 絡 驅 動 人 們 去 參 與 政 治

（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68; Agnew, 1994; Carmines and 

Huckfeldt, 1996），哥大學派從社會學出發，主張周遭環境激勵政治參

與，同理，周遭環境也有可能抑制政治參與，尤其當家人、朋友、

鄰居與同事與個人政治立場歧異時，彼此之間所產生的衝突，導致

個人延遲投票決定（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4: 60）；避

免衝突的心態也使人不去參與抗議、競選造勢，與政治討論（Ulbig 

and Funk, 1999: 275）。廣泛來說，一般民眾對於充滿衝突的政治議

題，顯得立場搖擺（Mutz, 2002）、態度冷漠以及興趣缺缺（Hovland 

et al., 1953: 283）。也有研究發現，居民間充滿歧異政治意見的社

區，比起居民分享均質性政治意見的社區，有較低的社區事務參與

率（Alesina and Laferrara, 2000; Campbell, 2004; Costa and Kah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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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之間對於政治意見與立場的歧異與紛雜程度，或者個人身

處一個周遭政治立場與政治意見不一致的環境，對於這種情形，西

方學界稱之為「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pressure）或者「交叉網 

絡」（cross-cutting network）（Simmel, 1955; Popkin, 1965; Hope, 1975; 

Horan, 1971; Jackson and Curtis, 1972; Davis, 1982; Knoke, 1990; Mutz, 

2002a, 2002b），國內學界也有人稱其為｢人際網絡異質性｣（network 

heterogeneity）（Liu and Chiu, 2011）。吳重禮、鄭文智和崔曉倩

（2006：600）具體描述交叉網絡的特性：個體與所處團體構成一張

社會網絡，當此個體處於這個｢矛盾、對立、衝突的社會網絡之 

下｣，個體傾向不參與政治，這種不參與，源於個體顧慮自己政治立

場太突兀，為避免衝突、顧慮群體和諧而選擇不參與。值得說明的

是，哥大學派就選民所屬的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來探究該脈

絡對於選民政治參與行為的影響；而後續的學者如 Mutz（2002）從

此社會脈絡的概念出發，更細緻而具體的談論到社會脈絡中，個別

選民因為與身旁家人、同事或者朋友之間因意識形態或者政黨支持

不同而感受到的人際壓力，這種人際壓力的存在，不僅在廣泛的社

會脈絡當中；進一步來說，更是社會脈絡中因為人際間不同政治立

場而產生磨擦與不合的一種「人際網絡」型態（social network），呈

現交叉壓力的現象。簡言之，人際網絡指社會脈絡中的人際互動；

交叉壓力又是眾多人際網絡種類當中的一種1，其特徵為人際間政治

立場的歧異性2。 

其次，「避免衝突」與「交叉壓力」兩個觀念緊密相關，前者 

                                                      
1 也可能有和諧的人際網絡型態。 
2 感謝其中一位審稿人督促釐清「社會脈絡」與「人際網絡」在概念上應

如何連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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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社會心理學的密西根學派論述；後者代表社會學的哥大學派論

述3，避免衝突代表個體內心的、主觀的一種認知與傾向；交叉壓 

力則代表個體周圍的、客觀的一種政治立場紛雜的狀態，兩者理論

上都與政治參與成反比關係。關於民眾選擇｢不去｣參與政治的行

為，本文以「政治不活動」（political inactivity）統稱之，此一辭彙由

Verba 等人在討論民眾不去參與政治活動時所提出（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 

本 文 運 用 臺 灣 選 舉 與 民 主 化 調 查 （ Taiwan ' s  Elec t 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2008 年立委選舉資料4，接續政治

參與文獻中，很重要卻不易產生一致性發現（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127）的研究面向：導致公民政治不活動的因素有哪 

些？經文獻探討，筆者假設公民因害怕衝突、追求和諧而選擇政治

不活動，然而有些研究者無法釐清哪些政治參與種類，因為有衝突

本質而不受公民青睞（Kenny, 1992; Leighley, 1990; Mutz, 2002）？

因此筆者進一步釐清各種政治參與活動是否具有衝突本質，與政治

不活動之間的關係為何？一連串的研究問題有：為什麼有些公民選

                                                      
3 詮釋政治參與的另一大學派為理性抉擇模式，由於不在本文重點，因此

不予討論，相關文獻請見 Key, V.O Jr. 1964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Downs, Anthony, 1957,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Rational Abstention” Ch14 of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4
 本文使用的資料全部係採自「2005 年至 2008 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

年期研究規劃（III）：民國 97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計畫案」（TEDS2008L）

（NSC 96-2420-H-002-025）。「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

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黃紀教授，TEDS2008L 為針對 2008 年立

委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朱雲漢教授；詳細資料請參閱

TEDS 網頁：http://www.tedsnet.org。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

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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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不去參與政治？公民最容易「放棄」參與哪一些類型的政治活 

動？害怕政治參與過程中所產生的「人際衝突」，是不是容易使人 

放棄參與？是不是所有政治活動都富含這種使人遠離的衝突元素？ 

 

貳、國外文獻 

 

國外文獻探究的部分，主要聚焦在回答三個問題：第一、交叉

壓力抑制政治參與的效果是否真的存在？第二、交叉壓力與避免衝

突在概念上的分野為何？第三、避免衝突抑制政治參與的過程為

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以哥大學派出發，主張交叉壓力抑制選民政

治參與的研究，在 1960 與 1970 年代僅找到有限的佐證資料，例如

Pool, Abslson 與 Popkin（1965）研究 1960 年的總統大選，無法得出

「交叉壓力抑制投票」的結論，然而，這些早期研究發現交叉壓力

極有限的影響力，可能是因為都把選民在特定社會類別中的成員身

分（譬如基督教徒、中產階級），當作是身處交叉網絡的狀態了（類

似批評請見 Horan, 1971; Mutz, 2002）。1970 年代關於交叉壓力的研

究仍然困頓，甚至有研究發現「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參與」的相反發

現（Knoke, 1990，有詳盡的文獻回顧），不過有可能是因為當時判

定「是否有交叉壓力的存在」，係由研究者以受訪者所屬的社會類別

（例如勞工、上班族等）為依據，來認定是否受到同儕間交叉壓力

的影響？恐怕流於主觀（見 Mutz 批評 2002: 839）。 

近幾年，全國性的民調問題已納進由受訪者自己列舉是否感受

到交叉壓力的「直接測量」，於是一些研究陸續發現交叉壓力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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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確與政治參與成反比（Ulbig and Funk, 1999; Mutz, 2002），然

而研究者更關心哪一些特定的政治參與活動，特別容易受到交叉網

絡的影響。這與該政治參與活動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是否引起歧異

意見（opinion disagreement）等因素息息相關，這些因素容易造成

衝突，使意圖參與者最後退避三舍。 

Huckfeldt（1979）與 Giles、Dantico（1982）發現參與者的社

會脈絡（social context），會影響具社會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例如助

選造勢和與人合作向政府請願），這是因為社會脈絡提供參與者參 

與的依循路徑，所以能導引民眾去涉入人際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

但若政治參與由單獨個體為之，例如投票、捐款給候選人，則個體

從事這些活動時，不受社會脈絡中隱含「應該怎樣參與」的暗示影

響（Zipp and Smith, 1979），據此，Leighley（1990: 467）運用 1970 與

1976 年的美國國家選舉調查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

再次檢證這種社會互動 vs.個人單獨為之的政治參與的分野，意外發

現政治討論者彼此之間的政治衝突（conflict），反而導致投票行為、

接觸政治人物，與替候選人助選，統計關聯性的方向不但與一般預

測交叉壓力的方向相反，Leighley 的研究也沒有找到社會互動性政

治參與 vs.個人性政治參與，與交叉壓力之間的特定關係。 

 

一、交叉壓力抑制政治參與效果的再發現 

 

Ulbig 與 Funk（1999: 269）重新整理社會互動 vs.個人單獨政治

參與之分類，將政治參與分類為公共的（多衝突）對上私人的（少衝

突）；特殊利益的（particularistic，少衝突）對上更廣泛的（far-reaching，

多衝突）的參與，這裡分類的核心元素其實就是「衝突」，「抗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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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性最強，「助選」與「討論政治」居中，「投票」由於其秘密投

票性質最不具衝突性，與「接觸官員」同樣具有溫和的性質。結果

發現（Ulbig & Funk, 1999: 275）越傾向避免衝突的人，越不會參與抗

議、參加助選與討論政治；而投票與接觸官員則在統計上與避免衝

突沒有任何關聯性，與交叉網絡只與「社會互動性的政治參與」產

生關聯性的預計相符合。值得注意的是，Ulbig 與 Funk 對於避免衝

突的測量，只由一個題目構成：其中一端是「受訪者避免進行政治

討論，因為政治討論的經驗可能使受訪者感到不愉快」，另一端則是

「即使有可能導致言詞上的針鋒相對，受訪者仍舊喜歡討論政治」，

這樣的測量，與受訪者感受到5與旁人政治立場不一致之「交叉網 

絡」的測量（社會學、外在環境式的）不同，反而比較接近密西根

學派社會心理學式的測量，也就是受訪者內在地、主觀地認為應該

避免人際衝突的想法。 

就第二個問題而言，Mutz（2002）認為不只外在人際網絡政治

意見的不一致，就連內在個體避免衝突傾向的元素，都能預測「政

治不活動」。對 Mutz 來說，交叉網絡或者交叉壓力指外在環境當 

中，個體與身旁的人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人際壓力；但是避

免衝突是指個體內心當中預防或者遠離可能發生人際間因政治立場

不同而產生的衝突。 
                                                      
5 儘管受訪者感受到與旁人政治立場不同，不必然反應彼此之間實際的政

治歧異，但國內外的民調多是用「受訪者自己來評估」進行測量；此外，

受訪者自己評估所產生的認知，終究是會不會阻礙政治參與的關鍵因

素。換言之，假設一個受訪者「實際上」與旁人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

但只要這位受訪者感受到自己與旁人不同，不管是怎樣的原因造成這樣

的落差，仍舊是社會脈絡給這位受訪者最終的衝擊與印象，進而影響其

是否參與政治的決定。因此由受訪者自己來評估是否身處交叉壓力中，

有其測量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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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Mutz 在理論層次建構兩個與社會心理學緊密相關的架

構，第一個是「政治兩難」（political ambivalence），指若個體身處

在無法與自己政治意見相符合的環境中，這時候個體內心產生掙

扎，原本的政治傾向開始動搖，也變得不確定，政治兩難與「缺乏

政治態度」是不同的（見 Alvarez & Brehm 1995, 1997），前者是政

治意見的立場受到干擾，後者是原本就沒有想法。個體面臨內心政

治兩難的情形下，參與政治的可能性自然降低。 

第二種是社會責任說（social accountability），社會責任說的核

心概念為和諧觀，當個體面臨到紛雜政治意見時，社會責任不是讓

個體難以決定採取誰的立場？而是採用任一方的立場，恐怕會對另

一方無法交代，難免破壞「社會和諧」（social harmony, Mutz, 2002: 

840），所以 Mutz 用「避免衝突」（conflict avoidance）來測量這種

顧及社會和諧的個體傾向。 

在模型建構階段，Mutz 同時納入交叉網絡6，與兩個社會心理

學變項「政治兩難」與「避免衝突」，結果發現「交叉網絡」與「政

治兩難」與「單獨進行性質」的投票產生統計上的關聯性，身處交

叉網絡與具有政治兩難傾向的受訪者，在 1992 年總統大選中傾向 

投票棄權，同時也延遲投票決定。「政治兩難」與「避免衝突」同時

還詮釋受訪者不參與衝突性強的種類如抗議。 

也就是說 Huckfeldt（1979）與 Giles 和 Dantico（1982）對於政

治參與種類的分野，在 Mutz 的研究中並未被支持，交叉網絡與政

治兩難不但詮釋衝突性的政治參與，也詮釋不具衝突性質的政治參

與（例如投票與接觸官員），可能的原因為：縱然有些政治參與種 

                                                      
6 Mutz 稱產生交叉壓力（cross-cutting exposure）的地方就是交叉網絡

（cross-cutting networks），請見頁 840 與頁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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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看似在非社會互動情形下進行，但是所有的政治參與都由社會

建構，因此仍然被人際網絡與政治兩難所詮釋（Mutz, 2002: 849; 

Kenny, 1992）。重要的是，在 Mutz 的模型中，當「交叉網絡」、「政

治兩難」與「避免衝突」詮釋 1996 年總統大選中的投票行為，個別

交叉網絡與避免衝突變項並未顯著，但這兩個變項的交互變項呈現

負的顯著，換言之，「避免衝突」本身不會抑制投票決定，只有在配

合「交叉網絡」時才會抑制投票，這個統計發現正好回答到第三個

問題，也就是避免衝突「如何」產生抑制政治活動的效果？也意味

著政治參與行為，不見的無時無刻都觸動個體心中那個害怕破壞和

諧的按鈕，只有實際身處四面意見不一致時，避免衝突才顯現詮釋

政治不活動的一面。至此，從 1970 年代至 Mutz 西元 2000 年後的

研究，對於避免衝突與交叉網絡是不是只對互動性強的政治參與有

所影響？尚未有定論，本文遂有運用臺灣資料來測試這兩種說法的

動機。 

如果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理論上造成政治不參與，反證即

為「均質的言論環境」或者「擁有均質的經濟社會地位的團體」應

該造成「政治參與」，如此正向連結的文獻很多，例如，高經社地位

的個體（Huckfeldt, 1979）住在高經社地位的社區，會比高經社地

位的個體住在低經社地位的社區，來得容易參與各種政治活動。又

例如較為均質性（政治立場一致）的政治討論，會比較為異質性的

政治討論，更能激發政治參與（Leighley 1990, 460）。也就是說，交

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抑制政治參與是一體兩面的論述：均質的言論環

境或者不畏懼衝突場面時，個體參與政治的程度即會提高。 

最後，一個理解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導致政治不參與的可能視

角，是政治活動充滿了衝突與對立，例如美國民眾對於政治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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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缺乏興趣，來自於政治過程中充滿了嘈雜之聲（Hibbing and Theiss- 

Morse, 1995, 2002），特別是美國國會冗長、充滿對立、缺乏效率的

立法過程，因此民眾對於政治過程中富含的衝突元素，不但促使民

眾不信任政府，也使得民眾遠離政治參與（Ulbig and Funk, 1999，

引用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在 1995 年的研究，解釋避免衝突與

政治不活動的關聯性）。 

但 Hibbing and Theiss-Morse（2005: 227）認為，充滿衝突的政

治過程本身沒有錯，好的公民需要認清政治總是在對立與折衝中擺

盪，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在 Stealth Democracy 一書（2002: 182）中，

Hibbing and Theiss-Morse 認為一般公民參與社會團體與進行審議式

參與7，「不見得」能增進集體決策品質（如投票結果）、增加政治 

治理系統的正當性，與增強公民參與者的素質。為什麼一般民眾進

行審議式的政治參與不見得管用？第一、如前所述，民眾不喜歡政

治參與混亂與衝突的本質，自然不願進一步審議。第二、鼓勵廣泛

的社會與政治參與僅是物以類聚，參與過程中個體會往同質性，而

非異質性政治立場的人去結社（也見 Berscheid and Reis, 1998; Byrne, 

1997; Newcomb, 1961; Boyden et al., 1984; Burleson and Samter, 

1996），反而造成社會隔閡甚至對立（Hibbing and Theiss-Morse, 2005: 

233）。這一系列的研究總結民眾不喜歡政治參與是因為其有衝突的

本質，若強迫大量的草根參與則對民主政治的發展不見得有利。 

                                                      
7 Hibbing 與 Theiss-Morse 在該書第七章中，深入討論「一般民眾」進行

審議式民主是否產生優點的迷思？審議式民主在他們的書中，並不專指

政治菁英間的政治活動，而是一般民眾也可以進行的一種政治參與模式

（deliberation among ordinary people, 該書第 172 頁），只是比起期望一

般民眾投入審議的行列，Hibbing 與 Theiss-Morse 更推崇代議式民主的

運行（見該書第 216 至 2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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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倒因為果的可能性 

 

不管是交叉壓力，或者是避免衝突都指涉一個使人不去參與政

治的原因：社會和諧。因為個體害怕破壞社會和諧，或者為維持 

社會和諧，因而導致個體不去政治參與（Rosenberg, 1954~1955; 

Mansbridge, 1980），Conover 與 Searing（1988）發現民眾深知政治

討論的過程中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Ulbig 與 Funk（1999）發現具

有避免衝突傾向的個體，傾向不去參與某些類型的政治參與。 

然而，這裡有一個因果方向性的疑慮：到底是先避免衝突，才

導致不參與政治，或者因為長期避免政治參與，而產生喜歡和諧的

人際關係？針對這個質疑，Mutz（2002: 845）指出，長期「不去投

票」或者「很晚做出投票給誰的決定」（也就是避免政治參與），並

不會讓個體身處與旁人政治意見和諧融洽的環境中，這在邏輯上是

說不通的。 

至於另一個焦點元素「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因果關係 

方向性是否有問題？則疑慮不大，筆者認為，說「個體因為不去政

治參與，因而身處與周遭人政治意見一致的環境中」，聽起來是反 

直覺的（counterintuitive），邏輯上是先有交叉壓力，才有政治不活

動。對於政治不參與是否「導致」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問題？或

者 說 ， 交 叉 壓 力 與 避 免 衝 突 是 否 為 政 治 不 參 與 的 「 外 生 變 項 」

（exogenous variable）而非「內生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

檢證上頗為棘手，但也不是沒有具說服力的嘗試。Mutz（2002: 118）

在一篇處理「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寬容」的研究中，運用兩階段

最小平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 or 2SLS），發現「接觸相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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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治意見」，是「傾聽同伴歧異政治意見」與「理解反對聲音的

存在」的外生變項；繼而「傾聽同伴歧異政治意見」與「理解反對

聲音的存在」是「政治容忍」的內生變項。換言之，交叉壓力本身

有一些內部元素，在 2SLS 解析後先導致交叉壓力，再導致政治寬

容，顯現因果順序性。 

但是合乎標準的外生變項（instrumental variables or IV），需直

接與內生變項相關，但與誤差項（error）不相關的前提下才能進行

（Bollen, 2001），或者至少要有可以執行的相關題目。因此仍然不 

若實驗法來得直接，據此，Mutz 在同一篇文章中（2002: 120），運

用 82 個學生分配在三組中進行實驗，確認了交叉壓力導致政治寬 

容的因果關係。實驗法的弱點，是實驗結果無法像大規模隨機抽樣

來得有母體代表性，但是實驗法因果關係明確。本文受限於研究資

源，無法運用實驗法，但仍會在經驗檢證中，以 2SLS 來測試是否

交叉壓力由某些外生變項所導致，進而才促成政治不活動（這是對

立假設）？如果經由比對模型的 Hausman 測試，若發現 2SLS 模型

並沒有比 OLS 模型更具模型詮釋力的話（這是虛無假設），初步建

議了 OLS 模型中交叉壓力本身是外生變項，也就是導致政治不活動

的原因。 

 

三、政治社會化與交叉壓力 

 

如果交叉壓力的確存在，那麼交叉壓力從何而來？個體政治社

會化過程中，不是會受到家人、朋友或者同儕團體的影響，而變得

政治立場一致嗎？為什麼身處每天經歷的社會網絡，會產生與旁人

不一致的政治傾向呢？這不是使個體處於恆常的壓力之下嗎？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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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的質疑，政治社會化的文獻中有許多討論。家庭的確是父

母傳遞相近政黨支持或者政治意識形態重要的場域（Jennings and 

Niemi, 1974; Tedin, 1980），但前提必須是父母彼此間，或者家人間

的政治立場都要均質一致；或者小孩對於父母親的政治立場要精準

理解（Acock and Bengston, 1980; Percheron and Jennins, 1981; Tedin, 

1980; Westholm, 1999）；或者父母親本身對政治要有興趣，並且持

續暗示下一代支持特定立場（Jenning, Stoker and Bowers, 2009）， 

否則的話個體受雙親或家人政治社會化的影響，不見得顯著。 

再者，家人（含父母）與小孩在成長過程中，有可能同時受到

不同居住、工作、人際環境的變遷及影響，因此接收到不同程度甚

至不同立場的外來資訊，形塑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Jenning, Stoker 

and Bowers, 2009: 783）。小孩進入求學階段，尤其在大學階段，朋

友與同學縱然有不同政治立場，但透過朝夕相處、彼此討論，個體

漸漸習慣多元、異質與開放的政治言論環境（陳陸輝與黃信豪， 

2007: 8）。大學裡的選課與社團活動，同樣也讓大學生接觸各種政

治言論。更何況 Beck 與 Sibliger 也發現同儕團體對於個體的政治社

會化影響也沒有想像中來得大（也見陳陸輝與黃信豪，2007: 15）。

儘管有少數人會以政治傾向做為挑選朋友的依據，但絕大部分的個

體覺知到與同學、同儕間的歧異，但仍能和平共存，甚至時間一久

還能培養政治寬容的精神（見 Mutz, 2002 的經驗檢證）。 

換言之，政治社會化不見得單一方向的造成同化，它有可能在

個體不同生命階段的交互影響下，同時培養個體接受多元與歧異的

公民性格。個體在家庭階段也許受父母影響形成一種特定政黨立

場，受教育之後可能逐漸改變，工作之後也可能「保留」大學時期

所形成的改變，不影響人際交往。換句話說，政治社會化所造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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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政治立場的「變」與「不變」，可能同時存在：「變」是同化效 

果，「不變」是培養政治寬容的表現。因此即使有政治社會化的影 

響，與家人、朋友的交叉壓力仍然有可能存在，更不用說關係更為

疏遠的同事、鄰居也不必政治立場一致，仍能共事與比鄰而居。 

 

參、國內文獻 

 

儘管避免衝突、交叉壓力，與政治不活動的研究，在國外已有

豐碩的研究成果，然而這些架構是否適用於臺灣？能否為國內政治

學界開啟一條類似的研究道路？是本文關注的焦點，國內政治學界

運用臺灣本土資料，已經有一些初步發現，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

區隔「社會脈絡」與「個人政治討論脈絡」，發現個人政治討論網 

絡 ， 較 社 會 脈 絡 更 能 預 測 投 票 行 為 ； 吳 重 禮 、 鄭 文 智 與 崔 曉 倩 

（2006）針對 2001 年縣市長與立法委員選舉，檢證「交叉網路」與

「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發現身處低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會比身

處高度交叉網路的選民，更會參加競選期間之政治活動與參與投 

票。 

林聰吉（2007）研究「政治討論」這個較容易受到交叉壓力影

響的政治活動，他發現無配偶者，相較於有配偶者，容易因為政治

討論而產生的立場歧異，而對投票卻步；Liu（劉正山，2006）運用

2002 年臺灣民主化調查關於北高市長的選舉資料，研究交叉網絡對

｢投票改變｣的影響，他稱交叉網絡為人際網絡異質性（the heterogeneity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s），而將「投票改變」定義為｢上次與這次

所投市長人選不同｣與｢所投的市長人選政黨背景與自己支持的政黨



  52  臺東大學人文學報．第 2 卷第 2 期

不同」，他發現北高兩市選民面臨到人際網絡中，旁人政黨支持與 

自己不一致的時候，選民容易改變投票行為；接續，Liu（劉正山）

與 Chiu（邱師儀）（2011）運用臺灣民主化調查 2006 年的資料，針

對政黨背叛與政治棄權再做一次檢證，他們發現交叉網路與政黨背

叛的連結具有實證支持，但是交叉網路卻無法預測政治棄權（不投

票）。 

張佑宗與趙珮如的研究主軸，探討到底是「社會網絡」，還是 

「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對於臺灣選民的投票行為影響較大？作為國

內政治學界有關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研究的第一篇，他們的文獻

多奠基於傳播學研究（2006：9），並由文獻探討中，延伸出脈絡是

強加於個人身上的建構，但網絡是個人主動建構的假設，他們發現

家人立場的不同的確造成壓力，使受訪者不去投票，但是與鄰居政

治偏好不同則沒有這方面的影響，「這可能是由於在現代社會中大 

多數人和鄰居較無往來，鄰居的看法與家人相比沒有那麼重要」

（2006：22）。 

與政治立場不同的朋友以及同事的互動，也有抑制投票的效

果，但是仍以家人的交叉壓力影響最大。張佑宗與趙珮如突圍社會

心理學與理性抉擇模式所產生的自變項較能詮釋政治參與的優勢，

也以社會學變項―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與社會網絡―來預測投票參

與。結果發現政黨偏好的解釋力還是最強（社會心理學變項），但是

「個人政治討論網絡」又優於「社會網絡」來的能夠預測投票棄 

權，顯見社會學變項仍具詮釋力。值得說明的是，張佑宗與趙珮如

（2006：22，見該文表 12）僅用「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

度」來代表個人政治討論網絡，而缺乏朋友、鄰居或者同事的政治

討論網絡，似乎不完整，有可能是因為臺灣民主化調查對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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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討論網絡的問題多採跳題處理，因此產生樣本數不足的問題，

所以才在模型中只採用互動頻率最高的「家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

不同程度」來做測量。 

吳重禮等人的研究（2006）與本文題目相近，但是該研究以交

叉網絡之社會學變項，做為預測政治不活動的唯一焦點變項，本文

則除了該變項之外，還多了一個測量內心避免衝突的社會心理學變

項，此外，本文在文獻探討的部分，也多了一個從華人本土心理學

「社會和諧觀」切入的文獻探討，吳重禮等人建構有序勝算對數模

型（2006: 619），同時控制交叉社會網絡、政黨認同、族群認同、

統獨立場、政治功效與政治知識等變項，仍舊發現低度交叉壓力與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期間從事政治活動的程度；低度交叉壓力

與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投票參與，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在

結論中他們提及： 

 

周遭的環境傳遞給他的是與其想法相左的資訊時，將使自己對

於政黨、候選人、政治議題的判斷出現不確定性，導致他減少

政治參與的可能性，這樣的心理因素稱之為政治矛盾心理。另

一種因素係社會責任感，其使得選民在交叉網絡中，減少政治

參與程度；亦即處於交叉網絡之下，個人所面對的問題並非是

該支持哪一方，而是面對諸多爭議在支持哪一方都會有人反對

之下，為了追求網絡同質的人際和諧，迫使個人拒絕表達自己

的意見，因而降低了政治參與的動機（吳重禮等人，2006: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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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此結論中，吳重禮等人提到了避免衝突的心理因素會降

低政治參與的程度，但事實上他們只進行了外在環境交叉網絡與政

治參與的檢證，模型之中並未包括社會心理學變項，也就是避免衝

突的變項，此外，吳重禮等人也未理論化社會和諧詮釋政治不活動

的關聯性，本文稍後補充。 

林聰吉（2007）接續「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的研究，前

者指人們之間的政治影響力是建立在「親近」、「信任」、「尊重」與

「互相關懷」，因此個體不管是對親人或非親人，因為社會凝聚、 

相濡以沫，彼此之間的政治影響力通常很大；後者則是出現在同一

社交場所、居住同一社區、工作於同一機構的人們，彼此之間的政

治意見也會趨於一致。林聰吉認為（2007: 4），就算在同一社會結

構當中的人，沒有社會凝聚的親近感，政治意見也不易趨於一致，

社會凝聚與結構相等互相補充，據此，他發現儘管配偶之間討論政

治的頻率，沒有配偶各自與其他首要討論政治對象來的頻繁，但是

配偶之間政治意見同意度卻是最高的（比起配偶與各自同事、朋 

友、鄰居之間的同意度）。他發現配偶之間因政治立場歧異而產生 

的交叉壓力，會讓配偶放棄投票（幾乎達 p<.05 水準，林聰吉 2007: 

15）；無配偶者也容易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場歧異而 

不去投票，但無配偶者卻也同樣因為與朋友，鄰居、同事等政治立

場接近而「提早決定投票對象」。 

林聰吉的研究顯示，交叉壓力在臺灣的樣本上，似乎對於單獨

為之的政治參與種類―投票―仍有抑制的影響，只是對於無配偶者

影響來得明顯一些，這點與 Huckfeldt（1979）、Giles 和 Dantico

（1982），與 Ulbig 與 Funk（1999: 269）對於只有互動式政治參與

才受交叉壓力影響的假設不符，但與 Mutz（2002）發現非互動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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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如投票，也會受交叉壓力的影響相符。總之，不管國內抑

或國外的文獻，在政治不活動與交叉網絡和避免衝突是否產生正相

關？是否依據該參與行為是否具人際互動性質而定？所得出結論仍

舊分歧，再次說明本文進一步探討的動機。   

就臺灣民眾的政治參與現況而言，似乎隨著民主制度（如投票

與上街抗議）實行的常態化，而有熱度下降的趨勢。在總統大選方

面，根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1996 年的大選投票率是 76％；2000

年是 83％；2004 年是 80％、2008 年微幅下降至 76％；最近一次 

2012 年的總統大選再降到 74.38%，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在立委選

舉投票率方面，從 1997 年之後就跌下 70％，投票率都在六成多，

2001 年還有 66.16％，2004 年投票率首度跌破六成，2008 年的第七

屆立委選舉再下探一些，區域暨原住民立委的投票率低至 58.5％。

令人玩味的是，2012 年第八屆立委選舉因為與 2012 年總統大選合

併，都選在 2012 年 1 月 14 日舉辦，因此立委選舉的投票率似乎被

一向比較熱門的總統大選拉高至同樣水準：74.47%。整體而言，投

票率的下降似乎變成一個趨勢，就 2012 年來說，至少有 25%的選

民是不投票的，如果說將來不投票的人口漸多，如同美國冷漠的選

民現象一般，則未雨綢繆地探究這群政治冷感的臺灣選民不只在理

論上，在實務上都深具參考價值，而本文提出的選民的避免衝突心

態，與身處交叉壓力的環境，都有可能導致選民卻步而不去投票，

對於臺灣選民投票率下降或有詮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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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補充 

 

前面提及 Mutz（2002）與吳重禮等人（2006）以社會心理學―

避免衝突―的視角來理解交叉網絡，這與用社會學視角來理解交叉

網絡是不同的，因此筆者再從華人社會心理學移植有關於避免衝突

的研究，來充實本文架構。 

對於避免衝突，或者說追求社會和諧的觀念，在華人心裡學中

已有豐碩研究，華人的文化屬於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定義上

包含幾個核心元素：｢我們意識、集體認同、情緒依賴、群體團結、

共享、責任與義務、需要穩定與預定的友誼、群體做決定，以及特

殊主義｣（Hofstede, 1991；齊力，2003：115-45），在華人社會中，

強調人際和諧與團結，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黃囇莉，2005：

533）；華人的集體主義，也可用「社會取向」（Social Orientation）

加以理解（楊國樞，1993），華人在個體與個體的情感上，互相依 

賴並傾向壓抑自我與利益追求，個人在考慮他人感受的前提下，形

成「自我的互依觀」（Interdependent View of Self），相對於西方社會

以 個 人 主 義 （ Individualism ） 為 文 化 核 心 的 「 自 我 的 獨 立 觀 」 

（Independent View of the Self）（Markus & Kitayama, 1991: 568-579）。 

也有研究（Hsu, 1981）詮釋華人生活方式，明白將中國人的生

活方式定義為「情境中心」（Situation-Centeredness），中國人時時 

刻刻對於與他人互動所產生的環境動態保持敏感，以免吃虧或者方

便得利，不管是從社會取向、自我的互依觀、情境中心角度觀之，

都可以看出華人是一個「考慮他人」的民族，而「和諧」遂為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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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顧慮他人所表現出最可欲的一種平衡（黃囇莉，2005），而和

諧的內涵就是「愛好和好、和睦、安和、崇尚和平、不喜歡抗爭、

違逆、對立、競爭、鬥爭」（錢穆，1979；黃囇莉，2005: 529），值

得強調的是，集體主義構成元素之多，但其中之一包含「和諧」，這

是概念性的定義（黃囇莉，2005；Leung, 1987, 1988；Leung and Lind, 

1986；楊中芳，1992）。 

為從華人心理學的觀念重新認知一次「和諧元素」與「政治不

活動」在理論上的鏈結，筆者引用華人社會「虛性和諧」的分析架

構（黃囇莉，2005），假設廣泛的政治參與會破壞一定程度的「虛性

和諧」，由於政治參與的場域如街頭抗爭、參加競選造勢晚會、甚至 

是席宴間的政治討論，常常與不熟悉的人，或者是陌生人進行，因

此密集的互動，反而容易破壞華人習慣「和而不同」，或者更精確 

的說，「和而不接觸」的冷淡平衡，此乃虛性和諧，更詳細來說： 

 

虛性的「疏離式和諧」所揭櫫的是一種表面的和諧，這是在實

性投契式和諧已然不可能的情況下，以保持距離的淡然關係維

持住一虛假的表面和諧，內心裡則不斷地退卻疏離，以求取一

個對自我真誠的空間。通常，當事人面對價值觀不合的人，或

賦予負面評價（如不喜歡、不欣賞、不服氣或看不順眼）的人，

為了避免衝突，會以保持距離的方式，形式化的禮儀行為維繫

一個淡然的和合關係。如果不幸與人發生衝突，疏離則是最佳

的關係休止符……｣（黃囇莉，2005：549） 

 

因此，華人的社會歧異不但不是重點，更是不可欲的，華人見

到了政治場域中的歧異，為了避免明顯的輸贏並保持社會和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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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和稀泥（楊國樞，1993），同樣的，政治參與場域充滿太多的 

對立與直接衝突，不管在口頭上，甚至是肢體上，所謂的「虛性和 

諧」也許提供一個在面對政治參與時的態度準則：就是疏離。因此

和諧觀者會選擇政治不參與，儘管稍早臺灣的文獻探討建議，交叉

網絡並不只與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如政治討論）有關聯，也與單

獨為之的參與（如投票）有關聯。但從華人心理學「和諧觀」的部

分來看，反而投票行為會因不需與他人互動而不易破壞和諧。 

另一重點在於人際關係之中與誰互動？一起從事政治活動？是

家人、朋友、鄰居還是同事？例如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用「家

人與受訪者的政黨偏好不同程度」來測量個人政治討論網絡，也許

感受到一般情形下，個體與家人互動頻繁，是具預測力的自變項。

林聰吉（2007）對於個體與家人互動的部分也多所著墨。現代人生

活忙碌，朝夕相處最頻繁的是一星期工作五天的同事，與回家之後

的家人（尤其是配偶與小孩），但同事僅是工作上共事的夥伴，反 

而不若個體與朋友因共同興趣而主動交往。最後，與鄰居之間較農

業時代互動淡薄，也是不得不然的趨勢。因此筆者合理預測：與家

人、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一致而產生的交叉壓力，較能詮釋政治

不活動，與鄰居、同事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則不受影響。 

從個體觀點而言，比較在乎與家人、朋友，還是同事之間的政

治歧異？這在理論上比較難以釐清，屬於經驗上的問題（empirical 

question），有可能儘管朋友不若家人與同事常見面，但個體比較在

乎是否與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不愉快，甚至因而放棄原

來預計的投票對象？林聰吉（2007）的確發現個體首要討論政治的

對象（如朋友），比與個體的配偶，在政治討論的頻率上來得高。 

與同事之間可能只是公務互動頻繁，但不見得交心，類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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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的陌生人」，所以縱然政治立場不同，假設上也只是避免就政治 

議題交換意見而已，但不會阻礙個體政治參與的意向。另一方面，

由於衝突避免的心態上，如文獻探討，可能廣泛性的對各種政治不

活動進行預測，因此筆者也做此假設。 

 

伍、政治知識、政治效能、統獨立場、政黨認

同與政治參與的關係 

 

除了本文的兩個焦點變項之外，這裡簡述政治興趣、政治效 

能、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性別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 

係。政治興趣促成政治參與是一個直觀的說法，也就是心理層面的

興趣轉化為參與行為，盛治仁（2005）發現政治興趣高的人，會常

收看電視 Call-in 節目；林瓊珠發現民眾若對選舉事務有興趣，其政

治知識也隨之提升。 

國外研究發現，政黨傾向與政治興趣成正比，獨立選民的政治

興趣，會比政黨支持者低很多（Conway, 1991），由於政治興趣與各

種政治參與種類的關係密切，因此研究常將政治興趣當成廣義政治

參與的一種，視其為應變項（例如 Wu, 2003: 758 的作法），然而也

有研究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的學者將其視為控制變項之一（林聰

吉，2007），由於政治興趣與政治參與關係密切，因此在後續的模 

型中控制政治興趣，有助於協助確定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不

活動之間的切實關聯。 

政治效能的定義為「民眾信任與支持政府，並認為自己具有瞭

解與影響政治事物的能力」（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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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89，也見黃信豪，2005、2006），政治效能又分為內在效能感

與外在效能感，前者指民眾認為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事務與政治過

程，後者指民眾認為政府對於他們的需求有效反應。國外研究發現

政治效能感高者，能夠導致較高程度的政治參與（Baker, 1973；

Pollock, 1983；臺灣的例子請見 Wu, 2003）。黃信豪（2005）發現臺

灣民眾的內在效能感，是民眾競選活動相當重要的基礎；而臺灣民

眾的外在效能感高者，則傾向支持執政黨，大致與國外的研究發現

一致，由於本文的應變項為政治參與，因此稍後筆者只控制內在效

能感，詮釋政治活動的程度高低。 

臺灣特有的統獨議題，已是學界研究民眾投票行為的焦點變項

之一（例如陳陸輝，2000；盛杏湲，2002；鄭夙芬，2009）；也具有

詮釋民眾參與政治的傾向，吳重禮等人（2006）發現在兩千年之後，

由於陳水扁總統與民進黨的執政，鼓舞了支持臺灣獨立，或者傾向

支持獨立的民眾去參與政治，對於支持統一者則無此傾向；然而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之後，是否對支持統一的民眾也具類似激勵

參與的效果（由於本文的資料選取是在 2008 之後）？值得進行觀 

察。 

張傳賢與黃紀（2011）認為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之間不見得劃

上等號，只藉由政黨認同的連結，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才產生間接

關係，他們還發現支持獨多於統的民眾，傾向支持綠營；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多於臺灣人的民眾，傾向支持藍營，顯見「政黨認同」詮

釋臺灣政治現象的有效性。 

張佑宗與趙珮如（2006：20）比較「交叉網絡」與「政黨認同」

對於投票與否的影響力，發現後者比前者更穩定預測投票行為；他

們發現在 2004 年立委選舉當中，支持藍營者傾向去投票；支持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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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無此連結。吳重禮等人（2006）則在 2001 年縣市長暨立委選舉

資料中，發現支持泛藍與泛綠的選民，都傾向參加競選活動；林聰

吉（2007）的研究也有類似發現。因此筆者假設政黨傾向越強，參

與政治活動的傾向越強。 

性別方面，女性比男性對政治更沒興趣，並且政治參與的程度

也較低（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 )，因此本文期

待男性相較於女性，傾向政治參與。國外的文獻發現，教育程度越

高者，越有參與政治的傾向，主因為正規教育潛移默化民眾參與政

治的技能（Stone and Schaffner, 1988；Keith et al., 1992；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與國外不同的是，臺灣受高等教育的民眾，反

而比較容易遠離政治參與（林聰吉，2007），建議了學歷較高者對 

政治感到疏離，可能因為這個族群對政府的表現比較難感到滿意 

（陳世敏，1991；相關論述也見吳重禮等人，2006：615）。總之，

這些控制變項雖不是本文的焦點，但都是在研究臺灣政治參與過程

中相關變數。 
 

陸、研究假設 

 

基於文獻探討，本文有三項假設： 

【假設一】人際網絡的交叉壓力，會減低個體參與政治的機率。 

【假設二】個體心中避免衝突的傾向，會減低個體參與政治的

機率。 

【假設三】與家人、朋友之間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產生的交叉壓

力，比與同事、鄰居之間產生的交叉壓力，更會減

低個體參與政治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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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本文的主要論述為「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皆會

導致政治不活動（或者說導致政治不參與），儘管本文的假設一與 

二的用意，也同時辨別出這些假設的關聯性，會不會因為政治參與

具有人際互動性質而有所不同。 

在交叉壓力的部分，筆者期望見到的差異，主要是展現在「家

人、朋友」與「同事、鄰居」之間，細部來說，家人與朋友產生的

交叉壓力所導致的政治不參與應該是最明顯的，由於與家人血親的

連結，與朋友自發性結交的物以類聚；但與同事、鄰居之間可能只

是公務往返，或者比鄰而居，卻不見得交心。因此假設上個體會比

較在乎與家人、朋友政治立場不同，而放棄政治參與。但對於個體

與鄰居、同事之間的不同，不但少有影響，甚至不排除因為歧異性

反而激發個體參與政治的可能。 

至於社會心理學面向的避免衝突傾向，Mutz（2002）用「政治

兩難」來代表「避免衝突」的概念，發現與「單獨為之」的投票行

為呈現反比關係，也就是說，不管政治參與是否在社會互動情形下

進行？避免衝突的個體傾向與各式各樣的政治參與呈現反比，因此

筆者假設：個體心中的避免衝突傾向，造成廣泛的政治不活動。 

質言之，這三組假設涉及到三個重點，第一、除了交叉壓力，

還有「避免衝突」這個政治不活動的詮釋項；第二、政治參與種類

是否涉及人際互動，會不會造成差別？第三、與誰互動以進行政治

參與，會不會造成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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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資料選取  

 

筆者採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

訪（獨立樣本）」（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or 

TEDS）之問卷資料（有效樣本數為 1,238 份）。而 TEDS 資料之多，

筆者只選取此年度資料，是因為歷屆 TEDS 多未「同時」列入有關 

「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題目；或者是問到討論政治對象的

問題，卻沒問到受訪者是否支持不同政黨的問題，因此無法測試與

鄰居／朋友／家人／同事支持不同政黨，是否導致不與他們討論政

治的關聯性？ 

同時問到「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題目，還有 2001 年立

委選舉面訪，該問卷包含「與誰討論政治議題」與「討論政治的對

象所支持政黨相同」兩個題組，可以構成交叉壓力測量，另方面也

問到受訪者對於「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論

述的贊成程度，與對於「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

團體，就會影響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論述的贊成程度，可以

作為社會和諧觀的測量，不過這些題組距今已有 10 年歷史，因此筆

者決定採用較近、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又由於 2001 年立委選舉面訪有關於避免衝突的題目，與 2008 年

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有關避免衝突的題目測量不同，因此筆者難以進

行 2001 年與 2008 年的「合併橫斷面資料」分析（pooled cross- 

sectional analysis）。另外，「2008 年總統選舉面訪資料」有問到討論

政治對象的問題，也問到有關社會和諧的問題，但卻沒問到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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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治討論對象政黨支持是否一致的題目，因此無法做到前述，去

檢證「政黨支持不同」，是否導致｢政治不討論｣？比較優劣之後，筆

者決定使用 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 

以下以條列方式說明各變項的操作化過程： 

（一）有關於交叉壓力的測量題組包括： 

您與您家人／朋友／鄰居同事支持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答案有：1.我與他們支持政黨相同 

2.我與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 

3.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 

4.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 

由於第一個選項是均質的政黨支持，編碼為 1；其次為「我與

他們支持政黨不相同」，意指受訪者自己評估與鄰居、朋友、家人或

同事等對象的政黨支持不同，程度上又多了一級異質性，因此編碼

為 2。最異質性的為「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也就是受訪者不 

僅與上述這些對象支持政黨不同，甚至這些對象彼此之間的支持對

象也不同，編碼為 3。如此的編碼方式與漸層的概念為國內、外研

究交叉壓力的學者所用（i.e. 林聰吉，2007；Mutz, 2002）。最後，

由於第四個答案選項「我並不了解他們支持的政黨」提供資訊有 

限，因此編碼為系統遺失，如此編碼將這個｢交叉壓力｣安排為順序

變項。 

（二）在政治參與變項的部分，全都是針對 2008 年立委選舉來

提問，包括：在立委選舉中投票、拉票、延遲決定將「政黨票」投

給哪一黨的程度；延遲決定將「區域立委票」投給哪一位候選人的

程度。由於這些題目內容較為冗長，為了閱讀簡潔，政治參與的實

際問題請參見附錄的表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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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外，常被用來詮釋政治參與的自變項之一為「政治討

論」，在稍後的初步檢證當中會先與交叉壓力作交叉分析，在最後 

階段的分析中則扮演自變項的的角色，其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

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後選人、政黨或政治議題，是時常討

論（編碼為 3）、有時討論（編碼為 2）、很少討論（編碼為 1）。 

（四）、另一焦點變項為「避免衝突」，與屬於外在環境的交叉

壓力測量不同，屬內心層面，測量由兩個題目相加而成。第一個題

目：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有人認為：「應該隱藏 

自己真實態度」；但也有人認為：｢應該真實的表達｣。請問您比較 

同意哪一種說法？前者編碼為 1，後者編碼為 0。 

第二個題目：由於臺灣競爭激烈，請問您是否會擔心因為表達

個人的政治立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擾？回答非常擔

心編碼為 4；有點擔心為 3；不太擔心為 2；一點都不擔心為 1。

針對這兩個題目的反應高度相關（相關性=0.22，p<.001），避免衝

突加總後數值界於 1 至 5。第一個測量比較偏向政治立場與家人不

同時的避免衝突傾向；但是第二個測量則是從自己或者家人的角度

出發，害怕對外表達政治立場而遭遇衝突，屬於「無特定對象」衝

突避免的傾向，兩者相加之後應能體現「對內」與「對外」衝突避

免的傾向。 

（五）整體而言，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資料，在政治參與

的種類上，提供了以下資料：（1）有沒有在立委選舉中投票與（2）

拉票？（3）延遲多久才決定政黨票意向，與（4）延遲多久才決定

區域立委票的意向？惟筆者如果能測試其他政治參與種類，如「參

加競選造勢晚會」，則能更完整，不過由於該年度沒有包括這些種 

類政治參與問題，因此以這四種為主。然而，檢證這四種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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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已足夠判定「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否對於個人為之

（投票類）與互動型態（拉票、政治討論）的政治參與「有差別 

性」的影響？也就是「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只抑制拉票、政

治討論行為，卻不抑制投票類行為8。 

 

捌、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檢視社會互動性質強的政治活動―討論政治，看看交

叉網絡是否對其產生影響？表 1 呈現單因子變數分析（one-way 

 ANOVA），結果顯示「受訪者與他們支持的政黨相同」、「受訪者與

他們支持的政黨不相同」與「他們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在抑制政

治討論的頻率上，展現由弱到強的程度，在與朋友和與鄰居討論政

治的頻繁度上有些例外，因為對於這兩種政治討論對象，受訪者感

覺到「自己與他們支持的政黨不同」，並沒有比受訪者感覺到「他 

們支持的政黨都不同」，而來得討論頻率高一些， 反而是低一些。 

另一方面，與家人和同事的討論政治頻繁度方面，交叉網絡弱

到強的順序性則顯現無疑，儘管如此，從雪菲後測可以看出，受訪

                                                      
8 最後，為預防焦點變項與政治參與之間的虛假關係，在模型中控制了內

在效能感，由兩個題目相加。第一、受訪者同意「政治有時太複雜，我
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與第二、「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
想法」的程度，數值介於 2~10。其他控制變項還有「政治興趣」，也就
是詢問「您對政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的程度。「統獨傾向」以「統一」
與「維持現狀以後統一」兩個選項合併為「統一」，與「獨立」與「維
持現狀以後獨立兩個選項」兩個選項合併為「獨立」，來與維持現狀作
對比。在「政黨認同」方面，以泛藍或者泛綠對比「不屬於任何一邊」；
其他還控制教育程度與性別。詳細的變項資訊與編碼方式，請見附錄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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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受到朋友與鄰居與自己支持相同政黨時，會比起受訪者感受到

朋友與鄰居支持的政黨都不相同時，來得容易討論政治（皆顯著在

p< .10 的層級），仍舊見到不同交叉壓力程度所產生的不同效應。 

 

表 1  「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論政治」與「自己與他們支

持的政黨相同與否」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與家人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朋友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鄰居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與同事討論

政治頻繁度 

平均數 

1.受訪者與他

們支持政黨

相同 

1.70 1.71 1.67 1.89 

2.受訪者與他

們支持的政

黨不相同 

1.53 1.55 1.37 1.64 

3.他們支持的

政黨都不相

同 

1.46 1.56 1.40 1.47 

N 706 552 168 367 

Scheffe 多重

比較 
    

 家人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朋友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1>2 0.17   p<.05 1>2 0.16   p<.10 

 1>3 0.24   p<.01 1>3 0.15   p<.10 

 鄰居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同事方面 差值  顯著程度 

 1>2 3.04   p<.10 1>2 0.25   p<.05 

 1>3 0.27   p<.10 1>3 0.42   p<.01 

題目為：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朋友／鄰居／同事討論有關候選人、政黨或

政治議題，是時常討論（編碼為3）、有時討論（編碼為2）、還是很

少討論（編碼為1）？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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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表 1 顯示不管對誰，在尚未控制其他變項情形下，

交叉壓力程度越大，討論政治頻率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政黨

支持的不同導致不去討論政治，有可能只是面對歧異的政治言論環

境，多談會遭來外在壓力，而不願去談；但不願去談也不見得影響

個體仍要挺身投票的決定，與要把票投給誰的決定。換言之，交叉

網絡在進一步檢證前，仍有可能導致其他種類的政治參與。值得注

意的是，討論政治在表 1 被視為應變項，主要是為了瞭解其受交叉

壓力的影響為何？不過文獻習慣上將討論政治視為自變項之一，在

最終階段預測如投票、拉票之類的政治參與。 

 

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590 .534 .338 .490 .532   .471 -1.532 .878#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998 .531# .030 .481 -.448  .463 -.403 .703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1.011 1.072 -.179 .724 .396   .693 2.148 1.117#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201 .653# -1.000 .536# .126   .511 1.460 .778# 

衝突避免 .518 .509 -.523 .407 .019   .392 .348 .622 

與家人討論政治  .535 .400 -.120 .332 .023 .318 -.088 .503 

與朋友討論政治  -.605 .478 -.640 .388# .764  .371* .148 .532 

與鄰居討論政治 -.163 .936 .990 .668 1.049  .635# .800 .910 

與同事討論政治 .239 .535 -.704 .440 -.028  .423 1.545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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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續）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與家人討論政治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031 .251 -.161 .219 -.158  .209 .311 .341 

與朋友討論政治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276 .228 .284 .182 .299   .175# .048 .268 

與鄰居討論政治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061 .501 -.356 .324 -.305  .309 -.290 .447 

與同事討論政治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76 .291 .331 .226 .026   .218 -.883 .353* 

衝突避免 

家人不同政黨支持 

.166 .133 .026 .123 -.027   .118 .353 .215 

衝突避免 

朋友不同政黨支持 

.164 .140 -.063 .126 .040   .122 -.013 .186 

衝突避免 

鄰居不同政黨支持 

-.381 .248 .233 .194 -.037  .186 -.542 .286# 

衝突避免 

同事不同政黨支持 

-.192 .148 .143 133 .001  .127 .104 .199 

政治興趣 .303 .088** -.124 .079 -.286  .077** .483 .137** 

內在效能感 .105 .061# .044 .051 .021   .048 -.020 .082 

統獨立場（參照維持現狀） 

傾向統一 .126 .244 .019 .212 -.075  .027 .184 .341 

傾向獨立 .446 .232# -.628 .215** -.705  .211** .619 .353# 

 

 



  70  臺東大學人文學報．第 2 卷第 2 期

表 2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預測政治參與（續） 

自變項＼依變項 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立委） 

延遲投票 

（不分區）

拉票 

（立委）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Std. Std. 

政黨認同（參照不屬於任何一邊） 

泛藍 .770 .220** -.721 .191** -1.332 .185** 1.548 .353** 

泛綠 .103 .241 -.254 .229 -.852 .221** 1.328 .403** 

教育程度（參照小學及以下） 

國初中 -.202 .367 .143 .294 .130 .286 .625 .496 

高中職 -.573 .326# .256 .257 .280 .251 .581 .445 

專科 -.688 .360# .548 .297# .510 .286# -.155 .529 

大學以上 -1.28 .327** .913 .268** .906 .259** -.331 .481 

男性 -.020 .178 -.176 .163 .084  .158 -.198 .267 

常數項 -1.934 2.44 4.969 1.843** 2.849   .1.776 -9.993 2.923** 

N 847 600 586 843 

Pseudo R
2
或 

Adjusted R
2

 

.097  

.106 

 

.194 

.210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說明：#：<0.10  *：<0.05  **：<0.01 

 

表 2 的模型對於交叉壓力與政治參與進行更全面的檢證，焦點

變項部分，主要含括四個部分：交叉壓力、避免衝突、交叉壓力

討論政治，與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控制這些交互變項的原因，主

要是由於檢證交叉壓力這個社會學變項，與避免衝突這個社會心理

學變項有沒有交互影響政治參與的可能？其次，是考量如果沒有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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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治的實際行為，也許很難直接見到交叉壓力影響政治參與的效

果9，因此控制交叉壓力討論政治。 

最後，筆者控制政治參與常見變項，包含政治興趣、內在效能

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與性別。在討論結果之前，必

須先說明的是，由於只有受訪者「有效」回答與家人／朋友／鄰 

居／同事討論政治的頻繁程度為何之後，受訪者才能進階回答與家

人／朋友／鄰居／同事之間有沒有交叉壓力的問題？如果受訪者選

擇「從來不與這些對象討論政治」，則這些受訪者就被要求略過交 

叉壓力的問題而不需回答，因而造成許多遺漏值，這個情況尤其在

與鄰居有關的問題上，產生許多遺漏值，有效樣本數為 1,238 份的

情形下，與鄰居討論政治的樣本數掉到 282 份，與鄰居支持政黨不

一致的樣本更是掉到 168 份；其他像與同事討論政治的樣本數也掉

到 528 份，與同事支持政黨的樣本數掉到 368 份，若要以這些樣本

進行統計分析，在應變項為投票、延遲投票、拉票和與鄰居討論政

治的迴歸模型中，樣本數依序掉到了 64、52、64 與 132 份，對於推

估母體恐怕失真。 

為此，作者使用多重插補法（imputation）來彌補這個缺憾10，

                                                      
9 然而，2008L 實際的題目是先個別問與家人、朋友、鄰居，或同事討論

政治的頻率有多頻繁？然後剔除掉從不討論的受訪者，再從時常討論、

有時討論，與很少討論的受訪者當中，再續問他們與這些討論對象的政

治立場有多不同（交叉壓力變項）？因此光是交叉壓力這個變項，就「可

能」已經是政治討論後的結果了，不過為了確認「政治討論」與「交叉

壓力」的交互作用，筆者仍在模型中控制此交叉變項。  
10 如何處理遺漏值的問題，已有豐碩的研究，最新的文獻請見 White, I. R., 

P. Royston, and A. M. Wood. (2011). “Multiple imputation using chained 
equations: Issues and guidance for practice.” Statistics in Medicine , 30: 377- 
399. 與 Royston, P., J. B. Carlin and I. R. White(2009). “Multiple imputation 
of missing values: New features for mim.” Stata Journal , 9: 25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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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重 插 補 法 的 意 義 不 在 於 找 回 原 先 遺 漏 值 ， 而 是 希 望 依 照 模 擬

（stimulation）的方式，產生有效的統計估計（Rubin, 1987, 1996），

其假設為「遺漏值的產生必須是隨機的」，進一步來說，本文所用資

料所含的遺漏值為 Missing At Random 或 MAR，也就是「因受觀察

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但不因未受觀察值影響而產生遺漏值」的情

形；因為有關於交叉壓力題組的遺漏值，由受訪者回答政治討論題

組時給予「從不討論政治」答案而來。研究發現（Rubin, 1976）， 

若出現 MAR 的問題時，若使用常見的「成批刪除法」（ listwise 

deletion）來處理遺漏值，會產生嚴重的估計偏差（Rubin, 1987），由

於 MAR 中的遺漏值只是因為受訪者失去回答特定問題的機會，因此

不含特殊意義，適宜使用多重插補法來模擬原來的資料分布。經過

多重插補法，新的模型不但與原先未插補前的模型在統計結果上差

異極小，前述的複迴歸模型中的樣本數，也回到了 586 至 847 份之間。 

表 2 顯著變項的部分，為方便檢視以粗體字標示。就交叉壓力

而言，與家人支持不同政黨，傾向不去拉票；而與朋友支持不同政

黨，則傾向不去投票。與交叉壓力會抑制政治參與預期相違背的 

是，若受訪者與鄰居支持不同政黨，反而刺激受訪者為特定立委候

選人拉票（p<.10），但仍需配合顯著的交互變項一起考量。而與同

事支持不同政黨，則也被刺激去投票（p<.10）；也不會延遲把票投

給特定立委候選人（p<.10）。但在面對同事時，在意見不一致的情

形下，反而導致投票類行為（包括不會延遲投票），交叉壓力似乎產

生激勵參與的效果。 

對鄰居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則在投票類的參與中沒有任何的影

響。整體趨勢暗示在投票行為中，個體比較在乎與朋友間的政治歧

異，為了他們放棄投票。但與同事之間的政治歧異反而激起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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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票行動；也減短受訪者對於決定投給哪位區域立委候選人的時

間。假設三提及個體容易因為與家人和朋友的差異而放棄政治參

與，但比較不受同事與鄰居的影響，在表 2 當中，大致可以看到這

個趨勢的發展。 

衝突避免本身則沒有顯著，不過其效果在拉票的部分，要配合

與鄰居之間交叉壓力來看（交互變項係數為顯著的-.542）。至於討

論政治的部分，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越高，越不會延遲把票投給屬

意候選人的時間（p<.10）；與同事討論政治頻率越高，越傾向去拉

票（p<.05），不過也需要配合交互變項來檢視。與鄰居討論政治，

又傾向去延遲投票給不分區候選人的時間（p<.10），如此結果有點

反直覺（counterintuitive），也許是因為與鄰居討論政治會導致對不

分區立委投票的負面情感。與同事討論政治，則又會產生拉票行為

（p<.05），同樣的，因為其交互變項為顯著的負相關，因此 1.545

的正相關有可能誤導詮釋方向（misleading）。 

因此，除了針對不分區立委延遲投票的應變項（與鄰居討論政

治為自變項）之外，總的來說，政治討論激發與投票相關之政治參

與的行為。綜觀表 2，在交互變項的部分，有最多顯著反應的應變

項，屬拉票行為。其他應變項除了針對不分區的延遲投票有一個

在.10 層級「與朋友討論政治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的變項顯著之

外，皆無顯著。 

為檢視表 2 中顯著自變項的實際效應（substantive effect or effect 

size）有多少？筆者以 Stata12.0 軟體繪製圖 1 至圖 7，顯示「交叉

壓力」、「避免衝突」與「之間交乘變項」對於應變項的「邊際效應」

（marginal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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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與朋友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投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附錄一的表附錄 1-1。 

 

圖 1 顯示從受訪者認為與朋友支持政黨相同（譯碼為 1）到與

朋友支持政黨皆不相同（譯碼為 3）對於區域立委投票機率共下降

6%，從 78%下降到 72%，顯見在朋友間產生交叉壓力對於降低投票

機率的效果。圖 2 則剛好相反，從與同事間支持政黨相同，至與同

事間支持政黨完全不同，投票機率卻可以增加 15%，與同事產生的

交叉壓力反而激起投票決定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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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與同事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投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附錄一的表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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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由於應變項延遲投票（區域立委）介於 1 至 6 之間，因此

不以機率概念理解，從與同事低度政治立場歧異至高度政治立場歧

異，下降延遲投票程度約 0.19（從 2.89 至 2.70），從「一個月前決

定投票人選」往「兩個月前決定投票人選」偏移（詳細題目見附錄

表附錄 5）。 圖 3 與圖 2 的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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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延遲投票程度（區域立委）」X「同事間不同政黨支持」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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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延遲投票程度」（區域立委）與「同事間不同政黨支持」程

度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相同 
2.890151 .1553159 18.61 0.000 2.585737 3.194564 

2.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不相

同 

2.795697 .0820808 34.06 0.000 2.634821 2.956572 

3.他們支持政

黨不相同 
2.701243 .2006181 13.46 0.000 2.308039 3.094447 

 

圖 4 處理延遲投票﹝不分區﹞、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和與朋

友討論政治頻率的關係，在表 2 中的方程式表示如下11： 

 
①延遲不分區立委投票的時間= β0 - . β1 （與朋友討論政治）+β2 （與朋

友支持政黨不同）+β3 （與朋友討論政

治）  （與朋友支持政黨不同）+ µ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s 為迴歸參數，µ

為殘差值。  

                                                      
11 為求精簡，本文只羅列表 2 中交互變項有顯著的模型之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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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延遲投票程度（不分區）」X「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程度」X

「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4。 

 

 

 

 

 

 

 

 

 

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程度 

（當其他變項控制在平均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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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延遲投不分區票」，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和「與朋友討

論政治頻率」的關係 

 dy/dx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相同 
-.0496829 .1711837 -0.29 0.772 -.3851967 .2858309 

1.1 -.0197823 .1602029 -0.12 0.902 -.3337741 .2942096 

1.2 .0101184 .1504657 0.07 0.946 -.2847889 .3050257 

1.3 .040019 .1422277 0.28 0.778 -.2387423 .3187802 

1.4 .0699196 .1357622 0.52 0.607 -.1961694 .3360087 

1.5 .0998202 .1313312 0.76 0.447 -.1575841 .3572246 

1.6 .1297209 .1291442 1.00 0.315 -.1233971 .3828388 

1.7 .1596215 .1293152 1.23 0.217 -.0938316 .4130746 

1.8 .1895221 .1318349 1.44 0.151 -.0688696 .4479138 

1.9   .2194227 .1365736 1.61 0.108 -.0482565 .487102 

2.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不相同 
.2493234 .1433111 1.74 0.082 -.0315612 .530208 

2.1 .279224 .1517816 1.84 0.066 -.0182625 .5767104 

2.2 .3091246 .1617129 1.91 0.056 -.0078269 .6260762 

2.3 .3390252 .1728535 1.96 0.050 .0002385 .6778119 

2.4 .3689259 .184985 1.99 0.046 .0063619 .7314899 

2.5 .3988265 .1979253 2.02 0.044 .0109 .786753 

2.6 .4287271 .211526 2.03 0.043 .0141438 .8433104 

2.7 .4586278 .2256677 2.03 0.042 .0163272 .9009283 

2.8 .4885284 .2402549 2.03 0.042 .0176375 .9594192 

2.9 .518429 .2552112 2.03 0.042 .0182243 1.018634 

3.他們支持政黨

不相同 
.5483296 .2704754 2.03 0.043 .0182076 1.07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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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顯示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時，每與朋友政治立場不

同增加一個單位時，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與延遲投票程度之間的關

係。由於 β3 為顯著的.299，因此焦點自變項與應變項的關係，會因

為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所不同，為求細部變化，將圖 4 中的 X

軸等分為 21 段12，介於受訪者與受訪者的朋友之間支持政黨不同 

（譯碼為 2）與受訪者的朋友彼此之間支持的政黨全不相同（譯碼

為 3）之間，與朋友討論政治的頻率每增加一個單位，延遲投票的程

度約增加.24 至.54 之間。換言之，隨著與朋友之間交叉壓力的提 

高，受訪者因為與這些朋友討論政治而導致延後投票的程度漸漸升

高。 

 

                                                      
12 若等分為 1、2、3 三段，「延遲投不分區票」和「與朋友政治立場不同」

在「與朋友討論政治頻率」顯著的段落上也不會有所改變，只是顯見的

資訊比較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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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與家人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X「替候選人拉票機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5。 

 

表 5 「與家人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替候選人拉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相同 
.0606733 .0117088 5.18 0.000 .0377245 .0836221 

2.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不相

同 

.0532503 .0119327 4.46 0.000 .0298627 .0766379 

3.他們支持政

黨不相同 
.0466903 .0196407 2.38 0.017 .0081952 .085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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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示與家人支持不同政黨程度增加，替候選人拉票機率就

會降低的關係，從受訪者「與家人支持政黨相同」到「家人支持政

黨皆不相同」，共下降了 1.4%的拉票可能性。與家人政治立場的不同

的確使個體避免拉票。圖 6 又涉及到交互變項的關係，方程式如下： 
 

②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β0 - . β1 （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 +β2 （衝

突避免）  +β3 （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

（避免衝突） + µ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s 為迴歸參數，µ

為殘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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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程度」X「替候選人拉票機率」X「衝

突避免」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6。 

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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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政治參與 OLS 與 2SLS 的比較 

自變項＼依變項 延遲投票程度 交叉壓力 衝突避免 

 OLS 模型 2SLS 模型 第一階段迴歸 第一階段迴歸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Coef Std. 

交叉壓力 .408 .121** 8.055 21.996 ------- -------- ------- -------- 

衝突避免 .215 .126# 12.178 40.020 ------- -------- ------- -------- 

政治興趣 -.663 .130** .830 4.700 -.115 .044** -.051 .043 

內在效能 .070 .086 .431 1.164 -.023 .029 -.015 .028 

支持獨立程度 -.728 .246** .228 2.954 -.045 .085 -.051 .081 

支持泛藍程度 -.584 .213** ------- ------- -.353 .071** .177 .068** 

教育程度 .483 .106** -.242 2.044 .115 .036** -.013 .034 

男性 .026 .287 ------- ------- .339 .097** -.215 .093* 

常數項 5.259 1.323** .079 1.906** 6.472 .351** 2.620 .338 

N 573 573 573 573 

F 值 10.36 .46 8.98 3.59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配合圖 6 來考量，只有在與鄰居交叉壓力 1 與 2 程度的時候（低

度），避免衝突變項每增加一個單位，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下降 

3%。圖 6 是所有圖當中唯一顯現「避免衝突」導致「政治不活動」

的效應，儘管這個效應為間接效應。 

最後，圖 7 也涉及到交互變項的關係，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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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β0 - . β1 （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 +β2 （與

同事討論政治的頻率）+β3 （與同事政治立

場不同）（與同事討論政治的頻率）+ µ 

 

在其他自變項控制在平均數的前提下，其中 βs 為迴歸參數，µ

為殘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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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替候選人拉票」「與同事間政治立場不同」「與同事討

論政治頻率」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對應本章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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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Hausman 測試 

自變項＼依變項 延遲投票程度   

 OLS 模型 2SLS 模型   

        係數   

 b(consistent) B(efficient) b-B 之差異 sqrt(diag(v_b-v_B)) 

S.E. 

交叉壓力 .408 8.055 7.646 21.995 

衝突避免 .215 12.178 11.962 40.019 

政治興趣 -.663 .830 1.493 4.698 

內在效能 .070 .431 .360 1.161 

支持獨立程度 -.728 .228 .957 2.944 

教育程度 .483 -.242 -.725 2.041 

b=在 H0 與 Ha 之下都 consistent 

B=在 Ha 之下 inconsistent；在 H0 之下 efficient 

檢定：H0：兩個模型係數間差異不顯著 

Chi 2 (6)=(b-B)’[v_b-v-_B]^(-1)](b-B)=0.42 

Probability> Chi 2 =0.9987 

 

圖 7 共有兩個 X 軸區段呈現統計顯著，第一個是從「與同事政

治立場不同程度」增加五個單位之前，第二個區段為接近與同事政

治立場高度不同的地方（X 軸從 2.8 到 3）。這兩個區段顯見：受訪

者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在低度與高度程度時，受訪者與同事之間的

政治討論，會降低受訪者替喜愛候選人拉票的機率。 

至此，總結六項廣泛的統計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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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投票類的參與中，受訪者與朋友產生交叉壓力，傾向

棄權投票；又個體與家人間產生交叉壓力，導致個體降

低替候選人拉票的機率。顯見個體對於家人、朋友政治

意見不同，不但在乎，也產生政治不活動的後果。也就

是假設一對於家人、朋友而言是成立的。 

第二、但若受訪者與同事產生交叉壓力，不但會激發投票慾 

望，也減短決定投票對象的時間，顯見受訪者在投票過

程中，不會順從同事政治意向的心態，這時候交叉壓力

反而導致投票，也與 Leighley（1990）的發現相符合。 

第三、受訪者與同事和鄰居產生交叉壓力時，反而提高受訪者

拉票的機率；但當與同事之間交叉壓力在低度與極高度

時，則與同事討論政治越頻繁拉票的機率越低；受訪者

與家人之間的交叉壓力則降低拉票的機率。綜合考量第

二點，個體與同事與鄰居的政治立場相左，「許多時候」

會刺激受訪者去參與政治。 

第四、進一步分析交互變項：發現在與同事交叉壓力的部分（圖

7），交叉壓力越大、討論政治越頻繁，拉票程度越低；

在與鄰居交叉壓力的部分（圖 6），交叉壓力越大、衝突

避免傾向越強烈，則拉票機率越低，顯見「政治討論」

與「避免衝突」是交叉壓力抑制拉票行為的「觸媒」。 

第五、整體而言，避免衝突不是一個詮釋投票參與有效的自變

項；但在拉票方面，受訪者與鄰居低度交叉壓力時，受

訪者避免衝突的內心傾向越強，其拉票機率越低。質言

之，避免衝突僅影響人際互動型的政治參與，但不對投

票類的參與做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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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最後，綜合前面五點，假設三大致是被接受的，儘管仍

有一些細部的情形要獨立出來討論。在假設二的部分，

只有與鄰居政黨立場不同，配合上避免衝突的概念時，

假設二才被接受。總的來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

詮釋拉票的能力大於詮釋投票的能力。  

至於政治興趣、內在效能感、統獨立場、政黨認同、教育程度

與性別等控制變項。 

在表 2 當中有政治興趣者，傾向在立委選舉中投票，不會延遲

投票時間，並傾向拉票。一如文獻探討，政治興趣是預測力相當一

致且有效的自變項。內在效能感除了「投票」之外，皆未達預測效

果。與吳重禮等人發現的相同（2006），傾向獨派的民眾在政治參 

與上，相較於維持現狀的民眾，較容易參與政治，包含較易於投立

委票與政黨票，比較容易拉票與傾向不拖延投票時間，與積極拉 

票；傾向統一的民眾，對比傾向維持現狀的民眾，則無此連結。顯

見偏獨派的民眾為選舉候選人時發聲的本質。 

一般而言，政黨認同是一個詮釋力強的變項，泛藍者傾向投區

域立委票與政黨票；不但不會延遲投票，還會替自己喜愛的候選人

拉票；泛綠的支持者，則是不會延遲不分區投票時程，也會幫忙拉 

票。與「獨比統活躍」認知剛好相反的是，似乎「泛藍選民比泛綠

選民還要活躍」，顯見政黨支持與統獨立場，在詮釋政治參與時不 

必然完全一致的情形。 

教育程度在參照小學畢業及以下的對比時，有學歷越高越不願

參與政治的情形，擁有高中職及以上學歷者，相較於小學畢業，有

不投票的傾向。專科以上學歷者，也傾向延遲投票。可能由於臺灣

民主離成熟尚有一段距離，學歷高者的政治品味較高，不易滿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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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現狀，也不易被政治人物動員而去參與；也可能因為學歷高相對

成就高，生活比較忙碌，因此無暇參與政治。最後，臺灣男性並沒

有比起女性在政治參與的部分更活躍。表 2 的四個模型中，依應變

項為二元或者區間變項，則顯示 Pseudo R 平方或者是調整後的 R

平方，所有自變項詮釋應變項變量的程度，至低 9.7％，至高有 21

％，插補法對模型解釋力的提升，有顯著幫助。 

 

一、交叉壓力、衝突避免與政治參與「內生性問題」的探究 

儘管在跨區研究中（cross-sectional analysis），自變項與應變項

的因果性建立是由文獻探討而來，但是統計技術的進步13，允許本

文利用 2SLS 初步檢驗交叉壓力、避免衝突是否與政治參與是存在 

「互為因果」的可能性？從不同角度來說，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

否為政治參與的「外生變項」，能直接影響政治參與？首先，2SLS 的

應變項必須是數量變項，為了方便操作，筆者將表 2 中四個應變項

中兩個為非類別變項的應變項：「延遲拉票（區域立委）」、「延遲拉

票（不分區）」14合併為一個變項。此外，為模型簡約性（parsimony），

經過因素分析將與朋友、鄰居與同事三個交叉壓力變項合併為一個

「交叉壓力」變項15，「避免衝突」變項則沿用表 2 原本的變項。 

工具變項的選擇由理論引導，從政治興趣、政治效能感、支持

統獨、支持泛藍、教育程度，到男性，都能在理論上找到預測兩個

                                                      
13 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的統計運用於 1996 年由 Bollen 提出。

Bollen, K.A. (1996) “An Alternative Two 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Estimator for Latent Variable Equations.”Psychometrika, 61: 109-121. 

14 兩個應變項都各有 1~6 的值，兩者間的信度分析 Alpha 值高達.80。 
15 與朋友、鄰居、同事、家人四者的因素分析值分別為.57、.41、.49、.27。

與朋友、鄰居、同事三者的信度分析 Alpha 值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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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生變項「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根據，例如政治興趣越高

者越勇於在交叉壓力下抒發「異見」（Conway, 1991，關於黨性與政

治興趣關聯性的研究）、政治效能感越高者，其政治態度與政治作 

為更積極（Almond and Verba, 1963）、統獨藍綠強烈支持者越能面

對政治敵對立場（吳重禮等，2006：613）、教育程度較高者以自我

政治信仰為中心（見陳光輝與蔡奇霖，2010：學校教育導致自我政

治定位）、男性較女性擅長政治參與中人際互動與溝通的情況（Verba, 

Sidney, Burns, and Scholozman, 1997）。但這些可能的工具變項中，

只有「支持泛藍程度」（相對於中立及支持泛綠）與「男性」，與「交

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穩定相關在 p<.05 與 p<.01 層級，因此其

他可能的工具變項皆不是合格的工具變項來源16。 

又工具變數至少必須與內生自變數一樣多（Bollen, 2001），因

此表 6 的第一階段迴歸當中「以支持泛藍」與「男性」做為工具變

數，越支持泛藍者，越傾向不在交叉壓力環境中，也越傾向避免衝

突。男性則相反，男性比女性容易處於交叉壓力中，也越不去避免

衝突。第一階段的兩個模型的 F 值皆未在 10 以上（Bollen, 1996），

表示儘管「支持泛藍」與「男性」對於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是兩個

很好的預測項，但第一階段兩個模型詮釋「被假設」為內生變項的

應變項：「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整體模式適配度不是很高。

因此到了表 6 的 2SLS 模型，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這兩個「內生變

項」，甚至失去預測延遲投票程度的能力。對照左邊 OLS 模型交叉

                                                      
16 先理論納入，後以統計相關性來剔除不適合工具變項的操作，類似研究

請見駱明慶（2006）「生育對婦女勞動供給的影響――工具變數法的估

計」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報告（臺大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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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與避免衝突一如預期的表現，2SLS 模型無法與之匹敵。 

表 7 中的 Hausman 測試直接比較 OLS 與 2SLS 模型優劣。虛無

假設為：兩個模型係數間差異不顯著。儘管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在

2SLS 模型中的係數比在 OLS 模型中大很多，但是由於這兩個變項

在 2SLS 模型中並不顯著，因此就算係數大，Hausman 測試也不列

入考慮，其結果就是無法拒絕虛無假設（p=.9987），也就是一致性

（consistent）的 OLS 模型，優於有效率（efficient）的 2SLS 模型。 

換言之，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兩個變項並非內生變項，而應該

被視為「外生變項」，也就是我們應該排除交叉壓力、避免衝突，與

延遲投票程度「互為因果」的可能性。或者說，當個體處於交叉壓

力之下，且越避免衝突，其結果個體就越延遲投票。而不是越延遲

投票（越不參與政治），越會導致個體與旁人間政治立場有所不同；

與個體越覺得應該去避免衝突。表 6 與表 7 複製文獻探討中 Mutz

（2002）對於交叉壓力內生性問題的檢證，只是她的應變項為政治

寬容，本文的應變項為政治參與。  

 

二、誰傾向處於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   

表 5 為呈現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的描述性部分，到底哪一個地

區？什麼教育程度？甚麼性別的受訪者？所承受的交叉壓力較大？

與擁有的避免衝突傾向較強？表 8 當中對於顯著差異的值，以粗體

字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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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種交叉壓力與地區、性別、教育單因子變數分析（one-way 

ANOVA） 

 與家人交叉

壓力 

與朋友交叉

壓力 

與鄰居交叉

壓力 

與同事交叉

壓力 

避免衝突 

北北基  1.439 1.919 1.943 1.824 2.483 

桃竹苗  1.434 1.871 1.850 1.796 2.685 

中彰投  1493 2.030 1.972 1.896 2.531 

雲嘉南  1.392 1.978 1.908 1.891 2.483 

高屏  1.465 1.928 1.927 1.878 2.554 

花東  1.377 1.895 1.820 1.721 2.481 

樣本數 1236 1236 1236 1236 984 

小學及以下 1.473 1.931 1.861 1.813 2.401 

國初中    1.522 1.924 1.883 1.838 2.587 

高中職   1.403 1.931 1.957 1.859 2.583 

專科     1.428 1.964 1.908 1.823 2.689 

大學以上 1.430 1.977 1.976 1.891 2.405 

樣本數 1218 1218 1218 1218 976 

男 1.434 2.021 1.914 1.941 2.408 

女 1.452 1.867 1.934 1.761 2.650 

樣本數 1238 1238 1238 1238 1238 

註：空格內資料為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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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菲後測（Scheffe post-hoc test） 

與家人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無差異 

與朋友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男>女 

與鄰居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北北基>桃竹苗 (p<.10)；中

彰投>桃竹苗 (p<.05) 

教育程度- 高中職>小學及以下

(p<.05)；大學以上> 小學及以下

(p<.01)；大學及以上>國初中

(p<.10) 

性別- 無差異 

與同事交叉壓力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男>女  

 

衝突避免傾向方面 

地區- 無差異 

教育程度- 無差異 

性別- 女>男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在單因子變數分析之下，發現各種交叉壓力，除了與鄰居的部

分，與各地區之間無關聯性。配合雪菲後測來看，住北北基的受訪

者，交叉壓力較桃竹苗的受訪者要大。住中彰投的受訪者，交叉壓

力也較桃竹苗的受訪者來得大。也就是說，較為農村型態的花東受

訪者，比較不存在與鄰居政治立場不一致的情形。北部人與中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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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桃竹苗受訪者則較有與鄰居政治立場背道而馳的情形，當然

這樣的結果仍欠缺全貌，但我們謹慎的推論：中部與北部都市化的

結果，相對於桃竹苗，提高了鄰里間政治異質性的程度。  

此外，教育程度只有在與鄰居交叉壓力的部分有所差異。大致

的趨勢是學歷越高，與鄰居的交叉壓力越大，與家人、朋友、同事

之間的交叉壓力則無差異，展現了「教育程度」與「不同地區」，只

與鄰居間的交叉壓力產生關聯，也是國內相關研究沒有點出的一塊

發現。儘管與鄰居的交叉壓力在本文的檢證中，不會去抑制投票決

定，但鄰里之間的政治異質性確因地區及學歷不同而有所不同。最

後，男性普遍容易與朋友、同事產生交叉壓力，也比女性來得不避

免衝突。就臺灣選民而言，遭遇政治立場上的衝突時，不難想像的

是政治場域多由男性發聲與主導。 

 

玖、結論與建議 

 

總的來說，本文對於西方交叉壓力研究的核心辯論：交叉壓力

是否只影響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拉票）？就臺灣的個案來說，儘

管答案難是黑白分明的是或否，但本文發現交叉壓力相對上能詮釋

拉票，多於投票，建議了一個「是」的答案。對於與家人、朋友較

為親密的對象產生交叉壓力的話，則個體會因為在乎、顧忌而放棄

投票，也會延遲投票時間。個體與同事的不同，反而容易「唱反調」

而激勵投票。與鄰居間的不同則不影響投票決定。 

本文對交叉壓力的文獻，做了四點補充，第一、以社會心理學

的面向來對照交叉壓力，也就是加入了避免衝突的變項，發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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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只對互動性質的政治參與（拉票）有抑制效果，但對單獨為之

的投票行為，無任何影響。第二、檢視交叉壓力與衝突避免，對於

各種政治參與的影響，有許多交互影響。第三、與家人、朋友、鄰

居、同事所產生的交叉壓力，對於政治參與各有不同方向的影響。

第三、在理論層次上探討交叉壓力從何而來？政治社會化與交叉壓

力可能同時存在。最後、為國內第一次使用 2SLS 嘗試處理交叉壓

力內生性問題的研究。 

民主的基石在於政治參與，同時民主也需要多元，甚至常常併

陳許多歧異的言論。文中已顯示人際間的交叉壓力有可能抑制政治

參與，進而扼傷參與民主的功能，Mutz（2002）也許會建議先培養

民眾習慣多元與歧異的政治寬容氣度，長此以往政治寬容能夠讓選

民在嘈雜的政治氛圍下，仍願意參與政治，實踐程序正義。另一方

面，教育扮演重要的功能，文中也顯示教育程度越高者，越有可能

培養自我的政治信仰，而不受周遭不同政治立場者的影響。如何運

用教育灌輸選民儘管與他人「政治意見不同」仍不放棄參與表達信

念的想法？也許是臺灣社會可以努力的方向。 

至於本文及相關研究亟待努力之處。第一，鑑於 TEDS 的資料

對於「避免衝突」的測量時有時無（TEDS 中常以民眾對多元意見

的態度為標題置放這類測量）；或者，有類似測量時，問的方式卻又

不一致，因此難以合併資料處理，進而使樣本數變大，既然 TEDS

陸續已有四組避免衝突的問題，筆者淺見以為在總統大選年同時放

四個題目，分別為： 

1.「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的贊成程度。  

2.「在一個地方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

到這個地方的安定與和諧」的贊成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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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應該隱藏自己真實

態度，或者應該真實表達」的衡量判斷。 

4.「由於臺灣政治競爭激烈，是否擔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治立

場，而使自己或家人遭致不必要困擾」的贊成程度。 

同時有這四個測量，可進一步進行因素分析，產生信度更高的

衝突避免變項。 

第二、本文所運用的資料針對立委選舉，有可能因此導致交叉

壓力與避免衝突未能系統性詮釋政治參與。換言之，立委選舉不如

總統大選來得受到矚目，進而影響測試結果，建議將來研究再對總

統大選做檢證。第三、由於交叉壓力測量跳題的設計，讓許多從事

交叉壓力的研究者，為資料整理後稀少的樣本數所惱。資料插補法

雖然是一個合理的推估工具，但如果將跳題的選項拿掉，讓訪員進

行面訪時協助受訪者瀏覽相關題目，則樣本數會更多一點；或者配

合第一個改進方式，讓大選年問卷也包含一致且完整的題目，則可

藉跨年資料的合併來提高樣本數。 

第四、在詢問交叉壓力與避免衝突題目的同時，需加入各式各

樣涉及到社會互動型的政治參與的問卷題目，如此對照起個人為之

的參與活動（如投票參與）時，比較結果更能完整。最後，也是最

重要的是後續研究應儘早採納實驗法，藉以確認交叉壓力與避免衝

突兩變項的確「導致」了政治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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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附錄 1 「朋友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投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相同 
.7851182 .0301826 26.01 0.000 .7259614 .844275 

2.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不相

同 

.7573505 .0167834 45.13 0.000 .7244557 .7902453 

3.他們支持政

黨不相同 
.7272412 .0361945 20.09 0.000 .6563013 .7981811 

 

表附錄 2 「同事間支持不同政黨程度」與「投票機率」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相同 
.6862175 .0392166 17.50 0.000 .6093544 .7630807 

2.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不相

同 

.7709855 .0175381 43.96 0.000 .7366114 .8053596 

3.他們支持政

黨不相同 
.8382513 .0344394 24.34 0.000 .7707513 .905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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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錄 3 替候選人拉票機率、與鄰居政治立場不同，與避免衝突

的關係 

 邊際效果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相同 
.0698249 .0335393 2.08 0.037 .004089 .1355608 

2. .0376936 .0213066 1.77 0.077 -.0040666 .0794538 

3.我與他們支

持政黨不相

同 

.007557 .0199506 0.38 0.705 -.0315455 .0466595 

4. -.0206673 .0281323 -0.73 0.463 -.0758057 .0344711 

5.他們支持政

黨不相同   
-.0470598 .0411981 -1.14 0.253 -.1278066 .033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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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錄 4 替候選人拉票機率、與同事政治立場不同，與同事討論

政治頻率的關係 

 dy/dx Delta-method

標準誤 

Z 值 P>|Z| 95%信賴區間 

at       

1.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相同 
.0475444 .0205348 2.32 0.021 .0072969 .0877919 

1.1 .0422679 .0185534 2.28 0.023 .0059039 .0786318 

1.2 .0370615 .0169818 2.18 0.029 .0037776 .0703453 

1.3 .0319246 .0158051 2.02 0.043 .0009472 .062902 

1.4 .0268566 .0149925 1.79 0.073 -.0025281 .0562413 

1.5 .0218569 .0144984 1.51 0.132 -.0065594 .0502733 

1.6 .0169249 .142677 1.19 0.236 -.0110392 .0448891 

1.7 .01206 .0142438 0.85 0.397 -.0158574 .0399775 

1.8 .0072617 .0143774 0.51 0.614 -.0209175 .0354408 

1.9      .0025292 .014631 0.17 0.863 -.026147 .0312053 

2.我與他們支持

政黨不相同 
-.002138 .149817 -0.14 0.887 -.0315017 .0272257 

2.1 -.0067405 .015421 -0.44 0.662 -.036965 .0234841 

2.2 -.0112788 .0159521 -0.71 0.480 -.0425444 .0199868 

2.3 -.0157535 .0165885 -0.95 0.342 -.0482665 .0167594 

2.4 -.0201653 .0173501 -1.16 0.245 -.0541709 .0138403 

2.5 -.0245147 .0182605 -1.34 0.179 -.0603045 .0112752 

2.6 -.0288022 .0193439 -1.49 0.136 -.0667155 .009111 

2.7 -.0330285 .0206226 -1.60 0.109 -.0734481 .007391 

2.8 -.0371941 .0221152 -1.68 0.093 -.0805392 .0061509 

2.9 -.0412996 .0238354 -1.73 0.083 -.0880162 .005417 

3.他們支持政黨

不相同 
-.0453455 .0257921 -1.76 0.079 -.958971 .0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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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應變項 1： 
投票（立委） 

在選舉的時候，有很多
人去投票，也有很多人
因各種原因沒有去投
票。請問在這次的立法
委員選舉，您有沒有去
投票？  

1 有     
0 沒有 

 

應變項 2： 
延遲投票 
（立委）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
該候選人？  

 

1 很早以前就決定    
2 兩個月以前決定    
3 一個月以前決定  
4 兩個星期以前決定  
5 投票前一兩天決定  
6 投票當天決定  

 

應變項 3： 
延遲投票 
（不分區） 

請問您何時決定投給
該政黨？ 
 

1 很早以前就決定    
2 兩個月以前決定    
3 一個月以前決定  
4 兩個星期以前決定  
5 投票前一兩天決定  
6 投票當天決定 

 

應變項 4： 
拉票（立委） 

請問您自己有沒有替
候選人向家人、親戚、
朋友、鄰居、同事拉
票？  

1 有     
0 沒有 

 

交叉壓力等四
個自變項 
與家人／朋友
／鄰居／同事
不同政黨支持 

那您與您的家人／朋
友／鄰居／同事支持
的政黨是不是相同？ 

1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
相同   

2 我與他們支持政黨
不相同   

3 他們支持政黨不相
同     

原始問卷中跳題
設計導致的遺漏
值，採用插補法 
，因此在 1 至 3
之間產生許多非
整數 

避免衝突 由兩個題目相加： 
1.當自己的政治立場與
家人不同時，有人認
為：「應該隱藏自己
真實的態度」；但也
有人認為：「應該真
實的表達」。傾向哪
種說法？ 

第一個題目答案： 
1 應該隱藏自己的態

度        
0 應該真實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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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續）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避免衝突 1.由於臺灣政治競爭激

烈，請問您是否會擔

心因表達出個人的政

治立場，而使自己或

家人遭致不必要的困

擾？ 

第二個題目答案： 
4 非常擔心         
3 有點擔心          
2 不太擔心          
1 一點都不擔心 

加總後該變項的

數值為 1~5，越

大避免衝突的強

度越強 

討論政治等

四個自變項

與家人／朋

友／鄰居／

同事討論政

治 

請問您會不會與家人／

朋友／鄰居／同事討論

有關候選人、政黨或政

治議題，是時常討論、

有時討論，還是很少討

論？ 

3 時常討論         
2 有時討論         
1 很少討論         

原始問卷中跳題

設計導致的遺漏

值，採用插補法 
，因此在 1 至 3
之間產生許多非

整數 

政治興趣 整體來說，請問您對政

治的事情感不感興趣？

 

5 非常有興趣       
4 完全沒興趣       
3 幾乎沒興趣       
2 不太有興趣       
1 有點興趣     

 

內在效能感 由兩個題目相加 
1.有人說：「政治有時候

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

般民眾實在搞不懂」。

2.有人說：「政府官員

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

眾的想法」。  

1 非常同意         
2 同意              
3 既非同意也非不同

意 
4 不同意           
5 非常不同意 

加總後該變項的

數值為 2~10，越

大內在效能感越

強 

統獨立場 關於臺灣和大陸的關係

，有幾種不同的看法。

您比較偏向哪一種？  
 

1 儘快統一  
2 儘快獨立         
1 維持現狀，以後走

向統一   
2 維持現狀，以後走

向獨立 
3 維持現狀，看情形

再決定獨立或統一

3 永遠維持現狀 

重編碼為類別變

項，靠近統一為

1；靠近獨立為

2；維持現狀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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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錄 5 模型變項之資訊（續） 

變項 問卷題目 編碼方式 說明 

政黨認同 我們社會上經常有

人用「泛藍」與「泛

綠」來區分選民的

政治傾向，請問您

覺得自己是屬於泛

藍還是泛綠？  
 

1 泛 藍           
2 泛 綠           
3 不屬於任何一邊 
 

編碼為類別變項 

教育程度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是什麼（您讀到什

麼學校）？  
 

1 不 識 字        
1 識字但未入學    
1 小學肄業        
1 小學畢業        
2 國、初中肄業    
2 國、初中畢業    
3 高中、職肄業  
3 高中、職畢業    
4 專科肄業        
4 專科畢業        
4 大學肄業  
5 大學畢業        
5 研 究 所   

編碼為類別變項 

性別  1 男   
0 女    

編碼為類別變項 

資料來源：朱雲漢（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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